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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术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内容提要：从南宋浙东学派到明清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是：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学有宗旨，不守门户；严于去伪，慎于纠偏；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真修实悟，崇尚性情；砥砺气节，重视践履。浙东学术精神构成要素是：血气（情）——刚健动进，狂狷中和；知虑（知）——实学求是，经世致用；志意（意）——胸怀天下，爱国利民。民族精神是学术精神的土壤和源泉，学术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导向，区域精神是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特殊体现。浙东学术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现代浙江精神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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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文化研究开发的主题，应该是探索、提炼、拓展区域精神，以在更深层次上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区域精神，主要包括草根意识和学术精神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和基因，后者是前者的凝聚和提升。

　　从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清的浙东学术，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之为浙东学术精神。这种精神远绍先秦汉唐的中原文献之学，近启近现代的经世致用和维新变革思潮，上达于国家中枢，下及于民间百业，绵延流泽至今，成为浙江精神的历史文化资源。

    

一、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

 

　　自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清的浙东学术，名家辈出，各有胜义。细按之，则因宗主或宗旨不同，再可分源别派；统言之，则无论其为金华、永康、永嘉，还是台州、四明、绍兴，不管是宗程朱或宗陆王，还是自成一家，由于地域、师承、交往、学风的综合作用，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姑名之曰浙东学术精神。

　　学术，是觉道效术的过程和结果；精神，是知识、情感、意志的总体。学术精神，主要是指人们在觉道效术的学术活动中的指导原则、感情气质和心理倾向。浙学各派，虽宗旨有异和个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具有的心理倾向，我们称之为基本精神。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

　　文贵清真，真与假对，他们求的是真知见，真性情、真践履。学为实事，实与虚对，他们实心求是，实学求是、实事求是。长期以来，我们提倡实事求是，但假、大、空却屡禁不绝。原来，实事求是必须以实心求是为前提，以实学求是为基础。他们所求之是，是天、地、人合一的人生之道和治国之道，即经世致用之道。道、学、文在真实的基础上统一，在下学中上达，在提升中落实，以经世为目的，以致用为归宿，这就是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

 

二、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

 

浙东学术的求真务实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

1 道欲通方，业须专一
学术界一般视南宋浙学为事功之学，称明清浙学为浙东史学，这几乎已成定论。实则不然，浙东学术首先是求道之全量之学，其次才是崇事功或重史学的专家之学。章学诚说“道欲通方，业须专一”①，“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②。这是对浙东学术精神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特色的最恰当的概括，即浙东之学是在通方之道指导下的专家之学。所谓“道欲通方”，就是治学必须掌握道的内涵和通晓求道之径。道，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所以然之故，属于宇宙观和真理论；二是所当然之理，属于人生观和价值论；三是所由之径，属于方法、措施、途径等方法论。学有效、觉两义，学术，即觉道效术之谓。道落实在学术的要素和门类上，孟子认为有义、事、文三个要素，程颐认为有义理之学、训诂之学、文章之学三个门类，南宋浙学主张经学、史学、文学和事功之学的合一，明清浙学则分学术要素或门类为四，即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或称义理、学问、文章、事功。“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南宋浙东学派和明清浙东学术的求真，求的就是包涵上述三个层次和四个要素的道之全量之学，而非仅限事功或史学的道之一隅之学。所谓“业须专一”，就是人无全才，又加质性不同，治学只能由专精一端扩充全量，“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方能卓然成家，名实相符，这反映了浙学的务实态度。“通方”和“专一”的统一，是浙东学术遵循的首要原则。

2 学有宗旨，不守门户
学有宗旨，包括宗主和要旨两义：学有宗主，则源流有自；学有要旨，则卓然自立。合而言之，则既有继承之益，又有创新之功。南宋浙学各派，皆远宗孔子，兼重孟荀，近师程颐而不盲附从。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各有特色，各具要旨：金华为博洽文史的中原文献之学，其旨为“以性命绍道统”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永康为崇尚事功的皇帝王霸之学，其旨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永嘉为考订千载的经制治法之学，其旨为“以经制言事功”；四明的卓然自立之学，其旨为“心之精神为圣”；台州的气节践履之学，其旨为“介特有守”和“悯时忧世”。他们学有宗旨，但又不守门户，在浙学外部，与朱、陆、张诸学相争相融，交相滋益；在浙学内部，又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明清浙东学术，从总体来说：宗陆而不悖朱，朱陆兼采；究性命于史，经史兼通；合性命、学问、文章、事功而一之，经世致用。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宗周）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宗羲）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斯大、斯同）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这段文字对明清浙东学术如何正确处理宗旨与门户的关系，论述得十分精当。但更为可贵的是浙东大儒都有独特之处和独特之旨：“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③。学有宗旨，不守门户，充分体现了浙东学术的创新精神和开放意识。这种精神一以贯之，一直延伸到现代，如马一浮的“文艺该摄一切学术”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就是其新的闪光。

3 严于去伪，慎于纠偏
优良的学风、文风与错误的学风、文风的斗争，可以说贯彻于学术史的始终，学术史也可以说是学术领域的纠偏补阙史。不良学风的表现主要有二：一是开创风气者，往往持己之长，攻人之短；蹈故袭常者，常常固执己见，抱残守阙，两者都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失之于偏。二是趋炎附势者，望风而从，不问是非；好名逐利者，剽窃抄袭，不以为耻，两者都逞其私智小慧而败坏世道人心，失之于伪。“严于去伪，慎于纠偏”④，这是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批判精神的准确概括。浙东学术发扬了孔孟的“反乡愿”和荀子的“著诚去伪”的精神，对学术上的伪劣货色，不稍宽假。南宋浙学之反虚伪、反乡愿，以陈亮和叶适为最具锋芒。陈亮正气浩然，他与以私意小智炫惑于世的妄庸之士毕生斗争；叶适自称“意向迂阔”，与“苟简卑近”的“偏说鄙论”，势同冰炭。他们诤朱而不反朱，反对的不是程朱道学的本身，而是对道学始乱终弃的假道学和真乡愿。明清浙学中反对虚伪学风、文风最力的是章学诚，他集中刻划了学坛乡愿的百态。他们在学术上：一、不问是非，肆意攻人；二、不学无术，穿凿附会；三、剽窃作伪，恬不知耻；四、忮忌矫揉，行动乖张。这种虚妄士习在文风上则表现为：一、剜肉为疮，妄加雕饰；二、八面求圆，文过饰非；三、削趾适履，生硬摹古；四、私署头衔，借人炫己；五、不达时势，流于一般；六、同里铭旌，无端影附；七、画蛇添足，贪多务得；八、优伶演剧，文而失实；九、井底天文，死守成法；十、误学邯郸，刻意求奇⑤。浙东学者对于学术偏失，则十分慎重，他们对人之偏，知偏中有长；对己之偏，则有自知之明。他们律人又律己，既纠人之偏又扬人之长，善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如陈亮既以肯定汉唐事功纠朱熹只重三代之道的偏失，又吸纳了朱熹的意见，置德行于政事、言语、文学之先。叶适既反对以义抑利，重义轻利；又反对鼠目寸光，惟利是图。他的功利观包含着三层内容：一、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二、不以义抑利，要以利和义；三、反对近功浅利，批判偏说鄙论，可谓充分吸收了义利之辩双方的合理内容。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更具典型意义，他对于戴氏的过失痛加针砭，而对戴学的贡献则首予张扬。

4 临文主敬，论古必恕
这是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文德和史德的概括，著文治学，必敬必恕，是浙东学术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临文主敬：就是作文要检摄心气，心平气和，即严肃认真，客观公正。临文，章学诚认为首先要检摄的是怠心、慢心和昏气、矜气，不自欺欺人。其次，要养气，吕祖谦认为：“辞章，古人所不废。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与作之使高，睿之使深，则有间矣”⑥；宋濂说：“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与天地同功”⑦。方孝孺为了改变当时“纷然杂出”和“轻俳巧薄”的文风，专门编了《文统》，告诫当时的学者：“勿溺于世俗，勿为一时毁誉所变，勿以道德为虚器，勿以政教为空言”⑧。章学诚则上承陆机、刘勰的文心论，中继韩愈、柳宗元的文气说。下据苏轼、欧阳修的文章论，总结了浙东学者的写作实践，以心平气和为作文之德。所谓论古必恕，就是对古人著作和历史人物言行，必须设身处地，知世论人。恕，与苛相对，对古人不苛责求全，对历史不强框范式。朱熹用“天理”作为评价历史的最高标准，欲“陶铸历代之偏驳，令归一理之纯粹”⑨。吕祖谦则主张：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如何处之”；“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⑩。只有如此进入历史境界，深入体察，才能真正总结经验教训，择善固执，闻过知戒。陈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莫不如此设身处地，进入历史情境，稽考成败之迹，推原当世之故。明清浙东学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更是不离人伦日用以言史，切于人事世务以论史，使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章学诚甚至把“论古必恕”作为衡量“著作者之心术”的“史德”。

5 真修实悟，崇尚性情
清人会稽莫晋《明儒学案序》说：“学贵真修实悟，不外虚实两机，病实者救之以虚，病虚者救之以实”。这段文字道出了浙东学术精神的另一面：真修实悟，虚实相生。学贵真修实悟，吕祖谦的以心御气（平心易气），陈亮的颖然独悟，叶适的异识超旷，刘宗周的诚意慎独，黄宗羲的一本万殊，章学诚的别识心裁，皆是在真修即修学修德基础上的实悟。其中王阳明的“龙场一悟”，尤具典型意义，黄宗羲对此心领神会：“先生命世人豪，龙场一悟，得之天启，亦自谓从五经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11。王阳明在任兵部主事时，因弹劾魏忠贤而贬谪贵州龙场驿，在万山丛中和生死关头，突悟出良知之旨。他的“致良知”学说，看似天启，实是由真修实学而得：“始出词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12。黄宗羲也是通过对阳明心学的真修实悟，一纠其“高明卓绝”之见未“底于实地”之偏，在实学上狠下功夫，开出“一本万殊”之旨，成为清代经世实学之祖。章学诚则对真修实悟的重要性，在理论上作了总结：“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13。这就是说，不深思熟虑而袭人之是非为己之是非，虽是实非。浙东学术，或重事功而究性命，或崇良知而纠空疏，皆不离功力与性情。黄宗羲说：“人才功夫，皆性情所出”14。章学诚则认为：“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所能勉者，而施加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15。这就是说，治学要根据自己的情性和才性即爱好和资质下功夫，这是对学术个性的提倡，对儒学末流加之于人的思想禁锢的解放，是王学真精神的发扬。浙学大儒的真知见，实出自真性情和真功夫。这种真性情，在南宋浙东学派中也已充分显露。他们不但要求以真性情治真学问，而且要求以真情实意写真文章。黄宗羲认为性情不但要真，而且要廓大：有“一时之性情”，如个人之感时忧世；有“万古之性情”，如孔子之兴观群怨16。章学诚也倡言：“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通变久”17。陈亮不但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形之文章，而且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要求孝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是报仇雪耻、收复山河的强烈感情公诸天下。文章要有万古之性情和穷通变久之理势，则要借助功力，文须与学合，学又与道融。浙东学派的大家几乎莫不能文，叶适文秀峻，陈亮文跳踉，宋濂文苍浑肃穆，方孝孺文纵横豪放，这是就性情言；吕祖谦、金履祥文有“史汉之精神”，陈傅良、唐仲友文为“学海之川流”，叶适文系“微言大义之散殊”，这是就功力言18。性情与功力并重，道学文一体，真修实悟，虚实相生，高明和沉潜交相为功，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得益彰，这亦是浙学启益后人之处。

6 砥砺气节，重视践履
浙东之学，重视气节砥砺和躬行实践，史不绝书，现仅以台州和四明为例。台州之学，堪称气节践履之学。清儒王棻编的《台学统》，收学者三百三十一人，其中主要人物出自南宋和乾嘉两个时期。此书对学者和学术的分类，颇有特色。首先按照孔门四科取士的成例，分为性理之学（德行）、经济之学（政事）、词章之学（言语）、训诂之学（文学）。然后，又根据台学的实际情况，在四科之上，冠以气节之学，在四科之后，殿以躬行之学，于是变四学为六学。为什么要这样分，他回答说：“不知四科之贤，皆以气节为本，而以躬行为归者也。向使德行无气节，则或流于乡愿；言语无气节，则或流于佞人；政事无气节，则为小知之士；文学无气节，则为小人之儒，是四科者，必以气节为本。且德行固见于躬行，政事必本于身教，言语之士论笃必非色庄，文学之儒通经必能致用，是四科者必以躬行为归矣”19。以气节为本，以躬行为归，王棻可谓深得台学之精髓，验之史实，合者符契。台州台州处于金华、永康与永嘉之间，南宋浙学各派在此均有传人，朱熹也曾在此讲学，因此其学术特色为“疆域甚宽，不名一师”。台州民风士习质朴，行重于言，嫉恶如仇，因此其学术又以“悯时忧世，介特自守”见长。因此，台学影响于世的，主要不是危言高论，而是气节践履，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台州式的硬气”。如杜范，以直言极谏、言无隐情著称，曾一再触犯当朝宰相；晚年他拜右丞相时，执政行事，“一以去私为主”，全祖望称其为“嘉定以后宰辅之最，声望几侔于涑水（司马光）矣”20。又如宋元之交的胡三省，为文天祥、陆秀夫同榜进士，曾从军芜湖，抵抗元军。宋亡后，隐居不仕，先后撰成《资治通鉴广注》和《资治通鉴音注》，寓亡国之痛于评议之中。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史学家陈垣，于沦陷后的北平，著《通鉴胡注表微》，两人心犀相通。“台州式的硬气”的典型是明初的方孝孺，明成祖朱棣篡位时，他拒不草诏，至招株连十族之祸。后人曾批评先生“愚忠”和“过激”，黄宗羲则认为在“风移世变”时，“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正是“先生的一段精光”21。王棻说：“气节之大者，在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之间，盖粗之为义利之辨，精之在生死之交。……然而其道，唯在守己”22。据此，四明学者贯气节操守于躬行践履之中的也不乏其人。如“同谷三先生”，在出处去就及生死之际，无不大义凛然：陈埙，淳祜元年进士，其舅史弥远为当时宰相，曾为其谋加恩官职，被其拒却，全凭己力累官至太常博士、国子司业。奸相贾似道当朝时，贾贵妃入内，他在奏对时直言：“乞去君之蛊媚，以正君德”，史弥远为之惊骇异常，他镇定如常。王应麟，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贾似道一再瞒报军情，他则屡言修攘大计，置奸相忌恨于不顾。入元后抗节不仕，二十年著作不绝，遂成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黄震，宝祜四年进士，编著《国史》、《实录》轮对时，直言当时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出判广德军时，又以与郡守贾似道之子贾蕃世忠奸不两立而解官。宋亡后，拒不仕元而饿死宝幢。在明清之交，四明独多捐家产充军饷、组义军冒万死的“狂士”。全祖望不顾文字狱的重重禁锢，为之述行状、撰碑铭、作传记，几及百篇，使这曲正气歌得以回响。

 

三、浙东学术精神的构成要素

 

学术精神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基本指导原则和共同心理素质，其构成要素有三，即认识、感情、意志，也就是荀子所说的血气、知虑、志意。现再从知、情、意三方面来看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

1 血气（情）：刚健动进，狂狷中和
孔孟荀的原始儒学在精神气质和感情倾向的特色是“思狂狷，致中和，反乡愿”。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23。狂者进取，一往无前，有理想，有担当；狷者有所不为，不屑不洁，有操守，有执持。孔子之狂狷中行，也与《易》之阴阳中正和《书·洪范》之刚柔正直，一脉相承相通。孔子所谓的狂，也就是乾德之刚健动进；孔子所谓的狷，亦是坤德之柔韧静退。孔子和《易》、《书》，虽以中行、中和、中正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但不易得，故退而思狂狷，于是由狂狷而致中和，成为儒者变易气质和由凡入圣的现实道路。狂狷和刚柔，是感情气质的问题。人的气质，是天生人成的产物，即是天道天命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化成的社会熏陶及集义而成的道德修养合力而铸的结果。由于浙东的自然、社会的环境和民风、士习的传承，浙东学术的精神气质偏于刚和狂，但刚中有柔，狂中有狷。

南宋的浙东学派中，除吕祖谦的“平心易气”颇具中和气象外，不乏具有狂者气概的进取之士。其中最著者是陈亮的“狂放”，陈傅良的“狂率”，叶适的“刚健”和“迂阔”。陈亮之狂，世无异议。他以狂自雄，“少之时，猖狂无行”24；成年后，不改初态，“狂瞽辄发，要得心胆尽露”25。朱熹称其“平日狂妄，深窃疑之”26。实则陈亮狂而不妄，与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方孝孺在四百年后还发出这样的感慨：“予好读陈同甫论史诸文，见其驰骋为惊人可喜之谈，以为同甫特尚气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观其上孝宗四书，不觉慨然而叹，毛发森然上竖。呜呼，同甫岂狂者哉？盖俊杰丈夫也”27。原来陈亮所尚之气，是天下之正气，人间之浩气，亦可谓英雄之豪气；陈亮之狂，是孔孟所赞赏的进取之狂，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28的解放之狂。陈傅良时人也称其“奏对狂率”，即在一般人“噤若寒蝉”的朝廷也敢放胆直率地申述己见，则可见其无往而不狂直了。他慨然以正君心为己任，一以贯之地直谏孝宗、光宗、宁宗三帝。他告诫孝宗勿累于自喜自恃：“陛下有无我之量，而累于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恃。是以十有一年于兹，而治迹未进于古”。为了杜绝人才使用上的幸进之门，陈傅良在光宗、宁宗朝任中书舍人时，曾连续缴还内批，拒不草制，先后达二十次之多，甚至以挂冠辞官相抗。孔子说：“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29。陈傅良之狂肆、矜廉、愚直，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先秦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和学者尊严，与忿戾、愚诈的乡愿壁垒分明。他狂中有狷，其洁身自好的狷介也令人钦敬：“卒之日，室无余资，田不过二顷。其葬也，资友朋之赙以集事”30。对于叶适，时人皆知其重功利和尚事功，切近实际，而不知其惟崇阳刚而斥阴柔，以及意向迂阔的一面。《易》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周张二程及朱熹皆对此遵循不替，视阴阳互动为天地万物消长、运动、变化的原因。惟叶适放言：“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为道也”31。他之所以强调“阳而不阴”或“独阴不阳”，尊重阳刚而贬斥阴柔，提倡健动而反对静退，完全是出于亟于改变南宋的积贫积弱局面的崇高的使命感，出于主张抗战反对和议的强烈的爱国心。他胸怀远谋大略，故对当时纷出的“务求近效”和“旁径捷出”的“苟率卑近”之计，不屑一顾，而不避迂阔之讥。“迂阔”，原是后世对儒者的讥贬，而他解迂阔为“阔大迂远”，而推孔子、孟子为“所谓迂阔之最大”者，不非迂阔，而非蹙狭。他以迂远阔大的抱负，批判当时“君臣上下为目前便利之计，月不图岁，朝不计夕”的苟且偷安，反对惟务“利欲富贵”的“不惮为险诈之行”的无耻贪婪，亦可谓真狂者也32。

明清的浙东学者，多正气浩然的豪杰之士。黄宗羲编《明儒学案》列方孝孺为《师说》之首，正欲为我国学术“透此一段精光”。关于方孝孺的气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逊志斋集》说：“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于笔墨之间”。黄宗羲又称王阳明为“命世人豪”，王阳明则自命具有“狂者胸次”。他说：“我在南部以前，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乎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天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33。他所谓的“狂者胸次”，是指超脱富贵声利之场，参破毁誉生死之关，无拘无束，任良知而行的人生境界。方、王狂中有狷，刘宗周则狷中有狂。狷者有所不为，刘宗周尤以操守严谨著称。黄宗羲称“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得其真”。他反对为国择才，惟论才望，不论操守，批评崇祯帝“不知天下真才望，出于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谨，而军士畏威者”34。他坚持天下的真操守，遇事敢前，遇奸必劾，遇危不避，最终为坚守民族气节而死。陈登原先生说：“清初儒均粗豪”35，明清之交的四明儒士集团足以证之。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宁波府同知、通判降清，“六狂生”（董志宁、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  、毛聚奎）首倡谋义，不久，反清浪潮遍及浙东。其中黄宗羲的节义，钱肃乐的忠介，张煌言的坚卓，更是炳彪史册。浙东的儒士学者，超越利欲富贵、毁誉生死，倾家从军、慷慨赴义的浩然正气，给我们的爱国主义历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狂狷，虽不是中行，然是致中和的必由之路。梁启超的《论孟子遗稿》说：“狂狷各得中行之一佳，合之即成中行。不狂不狷而欲自托中行，则为乡愿而已”。他又说：“狂者进取，由狂入圣，圣之任”；“狷者不屑不洁，由狷入圣，圣之清”。推而广之，狂者思想解放，狷者实事求是；狂者进取不已，狷者操守谨严；狂者高扬理想，狷者坚持气节。这两者正如车之两轮和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正如梁启超所说的“狂然后有元气，狷然后有正气。无元气则不能发扬，无正气则不能强立”。

2 知虑（知）：实学求是，经世致用
知虑，即认知方式和治学方法。浙东学术，从实学求是着手，以经世致用为旨归。金华之学力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36；永康之学主张“人修实行，事建实功，上施实德，下受实惠”37；“永嘉之学，教人从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38。王阳明虽曾提倡静坐涵养本心良知，但更主张“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39。黄宗羲认为“儒者之学，经天纬地”40，“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41。万斯同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42。章学诚则更直截了当地概括为“学业经世”和“史学经世”。目标决定方法，为了实现实学求是、经世致用的目标，浙学大致采取了以下的认知方式和治学方法：

一是辨章学术，考证源流。所谓辨章学术，就是辨别彰明学术的要义在于觉道效术和明道经世。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辨明学术和政事的关系。为此，就要“由委溯源”或“穷源至委”地考证学术的本义和源流，章学诚正是这样，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根据《周礼》六典、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了学术的正变：官守学业合一（三代） —— 官守学业分途（春秋战国以后） —— 学术政事统一（发展趋势）。同时也批判了学术的异化：“夫师法失传，而人情怯于复古；末流浸失，而学者囿于见闻”43。这个总结虽作于清代，但寻本探源，根据经旨史意，欲使学术政事合一，却是浙东学术的一贯精神。南宋金华的综罗文献，永康的探迹汉唐，永嘉的考订千载，皆是这种不囿于一孔之见，不局于一隅之得，循流溯源、披枝寻本的学风的表现。浙东学术的注重本末源流，还表现在重视学术史的写作，其中有地域学术史之作，有学派学术史之作，更有一代学术史之作。《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两部被誉为真正学术史的专著之所以产生在浙东，正是浙东几百年重视穷本探源的知学术大体的学风熏陶的结果。

二是知通统类，文理密察。荀子说：“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44。所谓统，有纲纪、统绪二义；所谓类，主要是指事物的伦类和学术的门类。马一浮先生说：“统是一理之该摄而言，类指事物之种类而言”45。南宋的朱陆，主要继承孟子的仁义之统，其方法重在性理圆融，但疏于事功；南宋浙学特别是永嘉学派，主要继承荀子的礼义之统，其方法主要在类聚区分，精通纲纪法度、财政兵制，但圆融不足。明清的浙东学术，特别是王阳明的学说补充了浙学心性方面的不足，而此后的“究性命者必于史”即重视人伦日用和典章制度，又纠正了程朱陆王易犯的空言性命之弊。于是知通统类，文理密察，成为浙学的特色。

三是逆于时趋，别识心裁。学术既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也有逆于时趋的一面。章学诚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特别是“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46。因为达人显贵往往以利禄劝学术，聪明才隽常常以学术徇利禄，谄谀和媚俗，是学术生命的消蚀剂。浙东学术精神之可贵，不仅能顺乎潮流开风气，更能逆于时趋纠风气，因而能卓见特出。浙学的别识心裁，也来自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吕祖谦说：“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推出窠臼外，然后有功”47。黄百家言陈亮“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48。叶适，黄宗羲称其“异识超旷，不假梯级……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49。

四是高明沉潜，交相为功。治学或偏于高明，或偏于沉潜，这属于才性和功夫问题。浙学既推崇高明之见，也珍视沉潜之功。章学诚对此有深刻认识：“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者交相为厉也”50。从大体而言，南宋浙学以经制言事功，沉潜中有高明；明清浙学“究性命者必于史”，高明中有沉潜。从个人言，由于才性意趣各异，各有侧重。如陈傅良以沉潜见长，他研究经制治法，“昼验夜索，询世旧，翻吏牍，搜断简，采异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然其沉潜基础上的高明之见，也足以垂教千古：“公既究治体，……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51。章学诚则以高明见称，他自谓“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52，然其《史籍考》所费功夫之巨，非他人所及。高明沉潜，交相为功，此是浙学之所以成其博大精深之故。

3 志意（意）：胸怀天下，爱国利民
志意，即志向意趋。孔子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不知老之将至。孟子志在推行仁政王道，不因富贵、贫贱、威武，变易其志。荀子志在建立礼义之统，实现尽伦尽制、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浙东学派继承了孔孟荀的崇高志意，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不以贫穷怠乎道”53。他们志切天下，意在利民，其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不以穷达、进退、用舍而变易。

南宋浙东学者，大都有治平天下之志，收复山河之愿，解民倒悬之意。时贤称南宋浙学特别是永嘉之学为功利或事功之学，以“工商皆本”为其主导思想，实未尽其志意。即以“功利”和“事功”而言，永嘉和浙学诸子所谓之“功”，既指政治举措的实际功效，又指建功立业的人生目标。《左传》提出“人生三不朽”的价值目标：立德、立功、立言。他们虽以立功为切入点，但以立德为前提而贯彻其中，以立言为载体播之于后。故其所谓之“功”，不仅是政治哲学的范畴，更是人生哲学的范畴。他们所谓之“利”，既指利益得失之“利”，又指利害相攻之“利”，而无论利益之利与利害之利，均以合宜合理、正人正己之“义”为判别标准。他们所谓的“事”，是指“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54。因此，他们所谓的功，是指天下之功而非一时之效，所冀的功业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为此，他们要求执政者见天下之势，尽天下之虑，立天下之计，成天下之功。他们所谓的利，是公利民利而非一己之利，生财之利而非聚敛之利，累积之利而非暴增之利。他们从“四民交致其用”的角度，肯定了商民富民的地位和作用，但更关切的还是饱受聚敛之害和压榨之苦的广大民众。

明清浙东学术由王阳明开其端，黄宗羲拓其疆，章学诚殿其后，志意更为深沉，挺立良知本体，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究性命于史，不离人伦日用和典章制度，开辟了读书明心，学术经世的道路。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后，难免有一个乡愿化、支离化或空疏化的过程。王阳明志在救挽朱学末流的支离和沉沦，承陆学和四明心学之绪而拓展加深，提出了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宗旨的心学。阳明心学强调主观能动性，以良知为判别是非标准，张扬人的个性，提升精神境界，颇有促进思想解放、人格独立之功。黄宗羲则救挽王学末流空疏不实之失，他发扬了阳明“读书学圣贤”之志，“以书明志”，穷经读史，扩大堂庑，综合创新，开辟了经术经世即经世致用的道路。他“以濂洛之统，综合各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壁，自来儒林所未有”55。章学诚提出了由一个宗旨即“究性命者必于史”和三个观点即“道不离器”、“六经皆史”、“史学经世”组成的“学术经世”学说，为浙东学术作了理论总结，开辟了浙学通向近代化的道路。

 

四、浙东学术精神与民族精神和区域精神

 

浙东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殊体现和中华学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东区域精神的凝聚提升和浙江精神的历史文化资源。

1 民族精神是学术精神的土壤和源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洗炼凝聚而成的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绵延不绝的传统。对传统民族精神最简要切至的概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十六大根据历史使命、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对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新的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概括，既继承了传统精神之“常”，又体现了时代需要之“变”，特别是突出了爱国主义的主线。它体常尽变，其中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传统的“自强不息”精神的强化延伸；“团结统一、爱好和平”，是“厚德载物”的适时顺变。这个概括，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表达了各族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意愿，体现了我们艰苦奋斗、勇往直前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意志。这种“新的民族精神”，是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经过扬弃后带来历史新的冲动的“一个新原则”56。它也将为学术精神的弘扬和更新，带来新的动力和空间。

2 学术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导向
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基本指导原则和共同心理素质，需要学术精神为之凝聚、提升、陶冶、润泽。如作为传统民族精神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典出《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既来自全民族的实践，自强不息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和曲折坎坷的坚强意志，在任何危机中重生的信心和能力，厚德载物体现了我们民族宽容博大和含容一切的胸怀和情操；又来自我国优秀的学术传统，即对天地之道的真切体认，对社会前景的合理期望，以及以人为核心的天地人合一的人文精神。民族精神的孕育发展的过程，是个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易》之阳刚阴顺，《洪范》之刚柔正直，孔子之狂狷中行，对之作了深刻的阐述，使其具有深邃的哲学义蕴。我们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理念的绵延和创新。

3 区域精神是民族精神和学术精神的特殊体现
近几年来，对什么是浙江精神，全省逐步形成了共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这个概括，恰切地反映了浙江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素质。但是，其内涵尚待充实拓深。充实浙江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自觉地与中华民族精神接轨，借中华学术精神提升。在这方面，浙江有特殊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南宋以来，我省是中原文献的复兴基地，民族精神锤炼的熔炉，各种学术思想交融的平台。其中作为中华学术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浙东学术和浙西学术精神，理应成为浙江精神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注释

①《文史通义·博约下》

②《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③《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④《文史通义·说林》

⑤《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⑥《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⑦《宋文宪公全集·文原》

⑧《逊志斋集·文统》

⑨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

⑩《吕祖谦全集·史说》

11《明儒学案·师说》

12刘宗周《阳明传信录序》

13《文史通义·习固》

14《南雷文定·陆珍俟诗序》

15《文史通义·博约下》

16《南雷文定·黄宗先诗序》

17《文史通义·博约下》

18《南雷文定·沈昭子秋岩草序》

19《台学统·后序》

20《宋元学案·南湖学案序》

21《明儒学案·师说》

22《台学统·气节之学序》

23《论语·子路》

24《陈亮集·与应仲实》

25《陈亮集·又甲辰秋书》

26《陈亮集》附录：朱熹《寄陈同甫书四》

27《逊志斋集·读陈同甫上孝宗四书》

28《陈亮集·又甲辰秋书》

29《论语·阳货》

30蔡幼学《宋故宝谟阁待制致仕赠通议大夫陈公行状》

31《习学记言序目·周易四》

32《水心别集·进卷·士学上》

33《传习录》下

34《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35《国史旧闻》第三分册

36《吕东莱文集·太学策问》

37《陈亮集·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状》

38《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序录》

39《传习录》下

40《黄宗羲全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41《黄宗羲全集·今水经序》

42《石园文集·与从子贞一书》

43《文史通义·释通》

44《荀子·性恶》

45《马一浮集·泰和宜山会语》

46《文史通义·上辛楣宫詹书》

47《吕祖谦全集·丽泽讲义》

48《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序》

49《宋元学案·水心学案》

50《文史通义·朱陆》

51《水心文集·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52《文史通义·家书六》

53《荀子·修身》

54《易·系辞上》

55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

56黑格尔《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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